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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成为中国古代发展中心的原因 
——质疑王巍先生中国史前的“多元一体观” 

 

裴安平 
 

2020年 9月 30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网站登载了王巍先生“展现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考古呈现》一文。

在文中，王巍先生认为“2001 年到 2016 年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层次、多

角度、全方位’理念，探讨各地区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以及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进而探讨导致这一过程的原因、机制及特质。其中，中原地

区的文明化进程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重要课题”。然而，考古和历史都证明中原史前

不是，元明清及以后也不是“多元一体”的中心。 

一、史前不是“中心”的原因 

由于北方民族的崛起从而推动中国元明清朝政治中心北移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这里主

要讨论史前中原也不是“中心”的主要原因。 

以前,有人认为中国史前的考古学文化存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玫瑰

花瓣形结构”1，因为中原具有地理位置的中心性、考古学文化优势的发展状态与吸引力。 

然而，类似的现象并不存在。 

一般而言，人类历史的中心地区都属于地缘性质的中心。有二种类型。第一种，可称为 

“发展中心”，出现的时间较早，史前也多见，主要特点是有关生产与生活方面发展状态比

较先进；第二种，可称为“政治中心”，出现的时代较晚，最早见于距今 5千年以后，主要

特点是具有跨血缘，或又跨血缘又跨地域的统一领导与管理的能力和权力。 

就“发展中心”而言，史前中原确有其突出之处，如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不仅

纹饰精美数量多，而且还影响广泛；此外，夯土城墙，中原不仅出现的时间早，而且夯筑城

的数量也较多，质量也最好，墙也最高 2。然而，这种“发展中心”有二个重要特点。第

一，各地都有自己的强项，如黄河下游地区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玉器制

作等；第二，这种中心对外只有非暴力的影响力，而不可能在没有暴力的支持下将这种影响

力转变成区域性统一领导和管理的权利。就像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虽然见于大半个

中国，但它对各个地区却完全没有领导和管理权；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也一样，也见于

大半个中国，可它也没有领导和管理其他地区的权力。因此，“发展中心”在时间上地域上

都是多元的，也不可能利用地理位置的中心性与发展状态的先进性自然转化或造就出一个

“多元一体”的“玫瑰花瓣形结构”。 

就“政治中心”而言，由于史前是血缘社会，遍地都是关系独立平等的血缘组织；因

此，史前晚期以前根本就不需要，也不见“政治中心”。史前晚期，由于人地关系的紧张导

致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紧张，导致社会矛盾不断地激化与扩大化。于是，在实力或暴力的基础

上，在人类社会组织不断大型化整体化一体化的背景下，出现了各种“政治中心”。 

距今 5千年以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初级的政治组织——一体化聚落群团诞生了，随之

核心聚落群也就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政治中心，如湖北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京山屈家岭环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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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图 1，1）、天门石家河城址（图 1，2）。这种组织虽然还具有同血缘的性质，但它

的核心已历史性的第一次具有了跨部落统一领导与管理的实力和权利。 

距今 4.5 千年以后，随着跨血缘或又跨血缘又跨地域的早期国家，以及在不同血缘与

地域的聚落组织之间建立了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古国的出现，有关政治中心的等级与档次

又升级了。 

距今 4千年以后，随着夏朝夏国的出现，第三代政治中心也出现了。它的基本特点，一

是国家的组织主体与单位不再是各种血缘组织，而是同一地域范围内众多不同的血缘组织统 

 

图 1：湖北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屈家岭文化聚落群聚平面图 

（1 引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群 2007 年调查报告》；2 引自：国家地理中文网） 

一构成的民族；二是地域广大实力强悍，既可以“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史记

• 五帝本纪》），还可以下江南远“征三苗”（ 《墨子•非攻（下）》）。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政治中心”的相继出现还说明了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史前生产生活方面的某种发展中心完全与政治中心的出现无缘，各有不同的出现

原因，没有必然的联系。 

第二，随着社会组织规模的大型化一体化，有关政治中心的发展也有一个不断升级的历

史过程，至少在夏时期“天下（还）有不顺者”，还有“三苗”，还没有在中国全境范围内

形成具有“玫瑰花瓣形结构”的政治中心。 

第三，政治中心的出现与等级的升级都是暴力的推动与结果。没有暴力，没有暴力规模

的不断升级，那些小型的血缘组织就没有不断大型化整体化一体化的必要，也没有政治中心

出现的社会基础。此外，也没有人类社会组织从血缘升级到地缘的必要，也没有政治中心不

断升级并从血缘到地缘的社会基础。 

显然，那种以为史前就存在“中原中心”的现象完全与历史的发展和发展规律不符。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史前晚期中原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总体上一点也不先进，既没有

独一无二的“发展中心”的迹象，也没有已成为“政治中心”的实力与权力。 

距今 6500年，当湖南澧县城头山人为垒筑田埂且面积较大的稻田 3代表中国最早出现

了分田到户劳动者独立耕作的生产方式的时候，陕西临潼姜寨向心结构的聚落 4却标志那里

还在流行集体劳动集体消费的生产方式。 

距今 6000年，当湖南澧县城头山诞生中国史前最早第一座城址的时候 5，中原至少晚了 

500年才见到第一座 6。 

距今 5000—4500 年，当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时期崛起 15座又多又大城址的时候 7，中

原却只有郑州西山一座中国史前规模最小的城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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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不仅由南向北攻占了河南半壁江山，还长期移民定

居；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也趁势由东向西，一直攻入了洛阳地区 9。中原几乎全境沦陷（图

2）。 

距今 4500—4000 年，当山西襄汾陶寺出现中原最大城址的时候，长江下游的浙江良渚

与陕西神木石峁的古城规模却远远超过了陶寺。当陶寺的贵族还在无序地使用高档奢侈品随

葬的时候，长江中下地区的奢侈品已经升级成为了制度化规范化的“礼器”，而且工艺与制

作水平也遥遥领先全国各地（图 3）。 

 
图 2：河南境内屈家岭与大汶口文化遗址分布图 
（孙广清《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图 3：湖北天门石家河、浙江余杭莫角山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器物比较图 



4 

显然，距今 6500—4000年，中原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发展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这

种状态也同时表明，中原地区不可能是中国史前发展的中心地区，更不可能还存在一个以发

展状态较落后的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结构。 

 

二、夏时期中原开始成为“中心”的原因 

考古表明，虽然史前晚期中原地区的发展状况一点都不先进，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以后

的“政治中心”。 

夏时期中原之所以开始成为中国历史的“中心”地区，关键的原因并不在于经济与文化

诸方面的发展状况，而在于那里已开始成为中国区域范围内的政治中心；之所以会成为政治

中心，又因为那里崛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体民族与民族国家。 

一般而言，民族有自然民族、实体民族二种类型。 

自然民族是人的自然属性。一方面是不同自然环境促成的结果，以致不同地区的人在外

形、肤色、语言、饮食、生活习惯方面都有很大的共性或区别。另一方面，就是地域邻近，

长期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以致同一地区的人都不知不觉地在使用同一种考古学文化。不

过，在史前，人的自然属性与有关文化的同一性并没有任何社会的政治的意义，因为人们只

认血缘不认其他。因此，史前的自然民族虽然客观存在，但独立分散，形同虚设。 

实体民族就是在自然民族基础上形成的并具有集中统一领导特征的民族。元代蒙古族、

清朝女真族的历史就是自然民族转变为实体民族的代表。铁木真之所以尊为“成吉思汗”意

为“拥有海洋四方的大酋长”，就说明在他之前的蒙古族基本上就是一种自然民族，铁木真

统一蒙古族各部落之后就转变成了实体民族。清朝女真族也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过程，努尔哈

赤之前的女真族就是各血缘组织独立分散各自为政的自然民族，而努尔哈赤通过战争统一女

真族之后则转变为实体民族。 

文献与考古共同表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体民族就是夏民族，第一个以实体民族为主

体建立的国家就是夏。 

文献与考古还共同表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民族、考古学文化、国家三位一体现象就

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实体民族建立的国家的证据。 

与史前晚期的古国不同，夏民族的国家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国家主体的地域

范围历史性的第一次与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相当与重合，从而突破了史前晚期小型血

缘组织构建的古国地域狭窄且明显小于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的一般规律。 

正因此，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就是夏鼐先生曾说过的夏时期夏民族人民使用的文化，夏

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就是夏民族与夏国的主体范围 10。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历史与社会发展为什么会导致单一实体民族国家的出现？ 

考古表明，史前晚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与冲突规模的不断升级，人类的社会组织

一方面不断地大型化整体化一体化；另一方面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人类的社会组织也不断

由血缘走向地缘（表 1）。类似夏一样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出现，就是社会冲突与组织规模都

扩大升级了的反映与标志。 

https://baike.so.com/doc/5417367-56555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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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论述请见：《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 2014 年版；《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

国家和城局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 

距今 7.5—6千年，以浙江嵊州小黄山 11、河南新郑唐户（图 4，1）12等出现了核心与

从属关系的多聚落遗址为代表，就是中国最早 A型一体化聚落群即部落诞生的标志。 

距今 6—5千年，以湖南澧县城头山中国时代最早的城址的崛起为标志，说明聚落群的

实力与组织模式又升级了，出现了 B型一体化部落与聚落群（图 4，3、4）。 

表 1 ： 先秦以前中国一体化社会组织演变示意表 

时代 
组织类型 

社会性质 
组织性质 

距今 7.5- 6 
千年 

距 今 6-5 
千年 

距 今 5-4.5 
千年 

距 今 4.5-4 
千年 

夏商 
周 

春秋战 
国 

A 型聚落群（部落） 
血缘社会 

血缘组织 

● 

B 型聚落群（部落） ● 

聚落群团（部落联盟 ） ● 

聚落集团 ● 

早期国家 地 

缘 

社 

会 

血缘组织 
● 

古国 ● 

早期方国 单一民族 ● 

晚期方国 多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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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史前不同时期聚落群聚形态代表性遗址与地点平面图 

距今 5—4.5千年，以山东日照尧王城 400万平方米的多聚落城址 13为代表，说明史前

社会血缘组织一体化的规模又升级了，出现了由多个有血缘关系的部落或聚落群一体化构成

的聚落群团与部落联盟（图 4，2）。 

距今 4.5—4千年，在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前提下，聚落组织一方面规模越来越大，一

方面就是出现了空前的从血缘走向地缘的合纵连横，并分别导致聚落集团、早期国家、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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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兴聚落组织登上历史舞台。其中，在 5—6平方公里范围内聚集了 40个聚落的湖北天门

石家河就是传统血缘组织大型化并出现聚落集团的标志（图 3、5）14；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

三个地位和血缘不同的聚落群团构建的跨血缘联盟就是早期国家的代表（图 3，6）15；河南

洛阳盆地洛河以南三个聚落组织就是又跨血缘又跨地域联盟组建早期国家的代表，而洛河北

岸聚落组织的衰落则是当地出现了古国的象征（图 4，2）。 

距今 4千年以后，以洛阳盆地古国为核心，周边各独立分散的血缘组织就像铁木真、努

尔哈赤统一蒙古族、女真族一样全部都被整体化一体化了。 

正因此，夏民族与夏国的崛起不仅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单位与组织规模，从小型

的血缘组织扩大到大型的地缘民族，从地域狭隘的古国扩展到地域辽阔的方国；而且还表明

这一切无一不是以往社会组织形态不断变化的继续与结果，也是人类社会组织一体化规模不

断扩大，不断由血缘社会过渡到地缘社会的标志。 

三、夏民族崛起的原因 

令人思考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国家为什么没有诞生在史前一直引领中国文明

与国家起源新潮的长江中游地区？为什么会诞生在中原地区？而在中原地区又为什么会诞

生在以洛阳为核心的豫西地区？就已有的资料而言，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优越的自然环境导致中原地区社会矛盾相对平和。 

中原地区最大的环境优势就是平原与平坦的盆地面积大于山地丘陵面积，河南这二种土

地的面积就占全省总面积的 55.7%，而在长江中游的湖北山地丘陵则占全省面积的 80%。 

一般而言，地势平坦的平原与盆地面积越大越多，不仅有利于史前农业的发展，而且人

地关系也比较宽松，并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和相处与发展。正因此，史前城址的数量

与规模的发现就表明，中原地区一直就像“台风眼”风平浪静一样，是一个社会矛盾与冲突

不太激烈，且发生的时间较晚的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周边地区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发展状况则与中原完全不同。 

长江中游，由于适合农耕平坦的土地较少,所以当地就成了中国史前社会矛盾最激烈的

地区。因此，那里不仅拥有中国时代最早的城址 16、最早的内外城结构的双城城址 17、最早

面积超百万平方米的大城址，还拥有长江黄河流域不同区域距今 4500 以前数量最多的粘土

城址 18。 

黄河下游地区，史前城址的发现也说明那里的社会矛盾与激烈程度超过了中原。其中，

距今 5000—4500 年期间，山东与安徽的黄淮之间就发现山东章丘焦家 19、日照丹土 20、日

照尧王城 21、滕州西康留 22、安徽固镇垓下 23与南城孜 24等 6 座古城；距今 4500—4000 年

期间，则一共发现城址 17 座 25。 

北方长城地带，虽然石块垒筑城址较土筑更为简单易行，但大量的出现实际也是当地社

会矛盾与激烈程度的表现。2006 年，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大规模调查，在陕西北部地区

一次就发现了 20 余处史前石城遗址 26，年代多集中在距今 5000—4500 年。这些石城遗址

一般都分布在山峁上，依自然地势而筑，面积从几万平方米到三、四十万平方米不等。 

相对周边地区的城址，中原不仅出现的时代较晚，至少较长江中游晚了 500 年；而且

数量也未超过周边地区。这说明，中原地区除了人地关系比较宽松以外，社会组织之间的矛

盾与冲突也相对较弱。 

第二，最迟从仰韶文化中期开始，整个豫西的文化面貌就比较统一，就流行庙底沟类

型。这说明当地的人们早已有了相互交流的传统。 

第三，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交替时期，洛阳盆地就出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古国 27；而

且迄今为止，也没有在中原地区发现任何实力超过洛阳盆地古国的聚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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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时期，洛河北岸的 D聚落群团拥有整个盆地发展状态最好的四项指标（图 5， 

1）。 

1、 遗址数量最多，20个。 

2、 遗址总面积最大，326.9万平方米。 

3、 有二个盆地内最大的遗址，面积分别是 66.5、56.2万平方米（图 5，1，56、

7）。 4、有一个盆地内最大的聚落群，4个遗址，整体 131万平方米（图 5，1，56、

55、52、 

43）。 

然而，仰韶与龙山交替时期，洛河北岸的所有发展优势全部消失了，而洛河以南的所有

聚落组织全部兴旺发达了（图 5，2）。 

这说明，洛阳盆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盆地内出现了有人兴有人亡的现象；与此同

时，也说明中原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实力超群的，以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为特点的，各聚落

组织之间拥有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古国。 

由于以前人们并不关心史前聚落的组织与组织形态的变化，而一味追求“区域聚落形

态” 中的大遗址大城址，视大遗址大城子为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象征，视山西襄汾陶寺、陕

西神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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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河南洛阳盆地仰韶与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分布图 

（引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 2001—2003 年考古调查简报》） 

石峁为黄河流域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象征。所以，洛阳盆地的聚落形态特点与演变及其性质全

部都被忽视并视而不见了。 

实际上，盆地内洛河南北聚落与聚落组织的兴旺盛衰不仅是当地古国出现的标志，而且

还为单一民族方国的出现准备了核心力量与社会基础，准备了史前的铁木真与努尔哈赤。 

第四，豫西地区位于中原社会矛盾激烈冲突地域的外围和边缘。 

与周边相比，中原地区总体上已经属于社会矛盾相对平和的地区；但是，就中原地区而

言，豫西又是在这一地区内部社会矛盾与冲突最为平和的地区。 

一方面，整个豫西从早到晚就没有一座史前的古城。 

另一方面，整个二里头文化时期，即整个夏朝时期，整个豫西地区也没有一座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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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方面，根据史前古城的分布位置可知，当时中原社会矛盾最激烈的地区就位于现在

河南淮河以北的京广线两侧（图 6）。 

然而，夏民族崛起的地域就位于这条古城分布带的西侧，而商民族崛起的地域就位于这

条古城分布带的东北侧。 

因此，以上现象说明社会

矛盾冲突激烈的外围即社会矛

盾相对平和的边缘地区更利于

实体民族的统一与崛起。 

第五，外族入侵的教训与

启示。 

距今 5000—4500 年期间，

中原地区曾遭遇了历史上最惨

痛的一幕（图 2）。 

尽管当时各地都还没有形

成统一的实体民族，但是黄河

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却由东向西

横扫了河南中北部，洛阳、平

顶山、驻马店、漯河、周口、

许昌、郑州、商丘，无一不留

下了大汶口 

人的身影、文化遗物和墓葬。与 图 6：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分布位置图此同时，与大汶口人打

了就跑不 （引自：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不仅也大举挺进了

中原，还强行赶走了原住民，定居在了河南南部全境。河南南阳邓州八里岗遗址所见类似石

家河文化中期以前的遗存就表明，在“禹征三苗”之前，河南南部可能还有长江中游地区遗

留下来的定居村落 28。 

由于中原实体民族崛起的时间正好是发生在外族入侵之后，因此可以说外族的入侵实际

也起到了一种强力的推动与催化剂作用，它使中原地区的人民意识到只有大规模的合纵连横

才能将占领者赶走。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强悍的屈家岭人最后会从定居了几百年的河南南部全部退出？这

实际就说明最迟于龙山文化时期豫西地区的实体民族就已在酝酿与形成之中。否则，它们就

不会具有赶走屈家岭人，并进一步南下“征三苗”的实力。 

第六，长江中游衰落了。 

长江中游不仅史前城址发展先进，而且还拥有史前晚期工艺造型最复杂的玉礼器（图 

3），以及史前中国最早的青铜冶炼技术与器物 29。此外，也是史前唯一一个有能力大举入

侵中原并长期移民定居的自然民族群体 30。 

然而，史前末期，长江中游的发展却走到了尽头。由于整体自然环境较差，社会矛盾过

于激烈，各地血缘组织实力强悍长期水火不容,以致终究无法形成统一的实体民族。“三

苗” 的称呼实际就是当时当地还处于分裂状态没有一体化实体化民族的佐证。 

总之，中原的兴起绝不是简单的历史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地缘化的实体民族，出现以这

种民族为主体的早期方国，完全是各种复杂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夏民族崛起的主要途径 

夏民族崛起的途径涉及内外二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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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而言，主要关系到夏民族本身的形成，夏国主体的建立与维护等具体内容。其中有

二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武力统一全境，扩大夏民族的占领范围与夏国的主体范围。 

考古表明，史前晚期位于黄河南北二岸的文化区别很大。豫西是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

型，晋南是山西龙山文化或称陶寺文化。但是，夏时期二岸却都成了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分布

范围。 

对此，佟伟华先生《二里头文化向晋南的扩展》31一文的研究就很有意义，并说明作为

夏文化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最早就发源于河南的中西部，而二里头文化的向北扩展则实际经历

了前后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夏人直接渡过黄河，并在沿岸的山西芮城盆地、垣曲盆地建立

了自己的根据地和殖民地。于是，当地就生出了根在河南中西部的原汁原味的二里头文化二

里头类型分布区（图 7，Ⅲ、Ⅷ）。第二阶段，继续北上运城盆地、临汾盆地，并在降服当

地土著以后，与之融为一体。于是，当地就派生出了地方特色明显的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

型，即夏县东下冯类型（图 7，Ⅰ、Ⅱ）。 

 

图 7：豫西二里头文化向晋南扩展态势图 
（引自：佟伟华《二里头文化向晋南的扩展》） 

显然，黄河北岸二里头文化的分布与特点表明，夏民族所占有的黄河北岸的领地，夏国

所拥有的黄河北岸的主体区域，主要都是以暴力和征服为基础而获得的。 

第二，治水，发展生产，夯实基础。 

大禹治水（《尚书·大禹谟》）十余年的历史传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治水的

传说，而且还说明以往各自分散独立的血缘组织都不可能治理大范围流域性的水，只有势力

范围广大的地缘化实力强劲的国家才可能为治理流域性的水提供社会与政治基础，才有能力

治理具有流域性特点的水。 

不过，夏禹治了哪里的水，治水的规模有多大，至今并不清楚。然而，这并不重要，因

为水是农业的命脉，治水是地缘化国家发展农业经济的首要任务和必然选择。大禹之所以要

治水，而且耗时十年有余，实际就表明当时夏国已将发展生产发展农业当作了国家治理的头

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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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而言，主要目的一方面是消灭或击溃敌对势力，另一方面就是网罗追随者。文献

与考古表明，在这方面夏有三大举措，第一，“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 （《史

记·五帝本纪》）。 

第二，禹征三苗（《墨子·非攻（下）》）。所谓“三苗”实际就是长江中游自然民族

的统称。由于以往实力强劲的“三苗”曾北上入侵中原，所以二地结怨颇深，三苗也成了天

下最大的“不顺者”，成了夏对外战争的重点和首选之地。 

第三，“禹会诸侯于涂山”（《左传·哀公七年》）。之所以要会诸侯，一是炫耀实

力，二是籍此网罗追随者，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就这样，以实力为基础，武功与文道同时并举，夏国延续了 470余年，为中国历史牢牢

地树立了第一个实体民族崛起的榜样。 

五、夏民族崛起的历史意义 

夏民族的崛起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体民族和实体民族国家的崛起。 

事实上，自有人类以来整个史前阶段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属于血缘组织。史前晚期距今 

4500年以后虽然出现了早期国家出现了古国，但他们都是以血缘组织为单位而建立的，具

有明显的从血缘社会过渡到地缘社会的特点，因而可视为“血缘国家”（表 1）32。 

与早期国家、古国不同，早期方国即早期地方之国的组织模式则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

最核心的变化就是国家的组织主体不再是血缘组织，而是地缘一体化的实体民族，并由此导

致国家所涉及的空间范围与社会的组织规模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都历史性的突破了血缘组

织的界线。 

夏民族的崛起就是这方面变化的最早代表。 

第二，标志着开创了中国历史由血缘社会过渡到地缘社会的历史新阶段。 

史前晚期，由于各地人口的大量增加，聚落组织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规模不断扩大，从

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不断变化，不断由分散走向集中，走向大型化整体化一体化。于

是，随着社会组织模式的变化，组织的纽带也由血缘逐渐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地缘。其中，史

前晚期的早期国家、古国，由于组建单位都是血缘组织，都是血缘国家，从而显示出最早脱

离血缘社会的特点。与其相比，夏商周时期虽然也属于血缘到地缘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但

国家的组织单位已升级成为地缘化的实体民族，从而显示距离完全地缘化的社会与国家更

近，并标志中国由血缘社会过渡到地缘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不过，在国体即国家组织方式地缘化的外表下，国家政体即统治模式却依然还是血缘化

的，西周“封建亲戚”即是明证。这说明夏商周时期所有单一民族国家还不是真正的国体政

体都同时地缘化的国家。 

第三，标志中国历史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序幕已经揭开。 

自司马迁以来，中国就流行中原中心的历史观，但战国七雄的争霸实际就说明秦汉以前

中原的中心地位还处在形成之中。 

此外，历史还表明，促成中原成为中国政治中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单一民族与民族国家

的崛起。 

一般而言，地域的中心性只是一种自然因素，而纯自然的因素绝不可能使中原成为历史

的政治中心，史前中国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历史时期之后，自然地理中心之所有会逐渐

成为历史中心，关键是因为那里成为了中国的政治中心；而之所以会成为政治中心，则因为

那里崛起了中国最早的第一批以单一实体民族为主体的国家。这种国家的实力超过了历史上

任何一个血缘组织。于是，在实力的支持下地理中心就转变成了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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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此，夏民族与夏国的崛起就意味着中国历史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序幕已经悄然揭

开。 

结束语 

考古表明，混淆了“发展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区别，并以为地域临近文化交流频繁

就会导致史前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结构的出现实际与历史不符，也没有任何人类社会发

展成果与产物的支撑。事实上，一个地区之所以能成为人类社会区域性的中心完全是实力和

暴力的结果，至于地理位置的中心性和所谓先进的文化都不是必要的条件和原因。 

中原之所以从夏开始就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一段发展中心，关键就在于那里诞生了中国最

早的第一批实力强劲的实体民族以及由实体民族组建的国家。于是，中原就成了区域性的政

治中心，争霸中原逐鹿中原就成为了春秋战国各地诸侯的主要政治目标。 

因此，作为中心，以前不是，以后也不是；所以，不能借中原有一段是来证明史前中国

已早有“多元一体”的人类社会发展结构和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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